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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生育的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机制：基于两个自然实验的

估计 

张川川  葛润
1
 

摘要：教育是影响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准确理解教育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

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通常假设教育与生育数量

的关系是线性的，并且缺乏对教育影响生育决策的机制的全面分析，无法得出准确的效应估

计并提供具体清晰的政策启示。本文基于义务教育政策改革和大学扩招两项自然实验，检验

了不同阶段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并从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两个角度分析了教育影

响生育的机制。我们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升并未改变个体的生育行为，而高等教育

则显著降低了个体终生不生育的概率，同时又会显著降低生育数量。通过分析教育影响生育

的机制，我们发现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显著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

和子女养育成本，推迟了初婚初育时间，缩短了生育窗口期，但是对生育意愿没有统计上显

著的影响。这些发现表明，近二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

素，但是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提高生育成本降低生育率，并没有显著改变人们的生育意

愿，通过政策干预降低生养成本和扩大生育窗口期能够有效提高人口生育率。 

关键词：生育行为生育意愿义务教育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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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970 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经历了持续下降，至 1992 年首

次降至 1.977，低于 2.1 的人口更替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根

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做出逐步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

先后于 2014、2016 和 2021 年实施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然而，回顾近年来人

口生育率的变化，尽管在历次政策调整初期人口生育率都有短暂的反弹，但是很快又回到了

下降通道，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扭转。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

年我国孕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于 2024

年 7 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指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有效降

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面对“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这一国家重大政策

需求，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必要通过严谨的学术分析，特别是基于实际数据的量化研究，为科

学制定和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借鉴。 

科学制定和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首先要全面和深入地分析影响我国人口生育率变动

                                                   
1张川川，长聘副教授、研究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电子邮箱：

ccz.zhang@gmail.com；葛润（通讯作者），助理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

gerun_gary@163.com。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社会经济变迁、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

生育行为研究”（22YJA790083）、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22110348）和上海

市 2022 年“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2022236）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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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经济因素。根据 Becker（1960）所奠定的现代生育理论，生育偏好、收入和对孩子

质量的考虑等是影响生育数量的直接因素，而教育与上述因素均密切相关。首先，教育可能

会改变个体的生育偏好，例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与生育数量显著相关

（Zhang 和 Li，2017；Zhang，2019），而这些文化观念在高教育人群中更少得到认同。其次，

教育是决定劳动收入的主要因素（Becker，1962；Deming，2022），劳动收入变化会通过生

育的机会成本（替代效应）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收入效应）两个途径影响生育数量和质量。

例如，劳动收入的上升会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从而降低生育率；但是，劳动收入的上

升也使家庭有更多资源用于生养子女。围绕教育与生育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教育除了

通过生育偏好和家庭资源约束影响生育行为外，还会通过影响避孕、生殖健康等知识和行为

（Rosenzweig 和 Schultz，1985；Dinçer 等，2014；Keats，2018），婚姻匹配（Lavy 和 Zablotsky，

2015；Fort 等，2016；Keats，2018），以及初育年龄（Black 等，2008；Monstad 等，2008；

Cygan-Rehm 和 Maeder，2013；Dinçer 等，2014；Kountouris，2020）等影响生育数量。 

随着 1986 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和 1990 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我国城

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均出现了显著提高。全国 18-60 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990 年的 6.9

年增长到 2020 年的 10.6 年；该年龄段人口中，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口占比和具备大学及以上

学历的人口占比分别从 1990 年的 47.2%和 2.4%增长到了 2020 年的 84.8%和 23.9%。到 2020

年，25-35 岁婚育年龄段人口中，完成义务教育和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分别达到

了 94.7%和 35.2%。2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教育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我

们准确把握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深层次原因，也有助于我们判断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趋

势是否难以逆转，从而为科学制定和实施政策干预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提供学术参考。有鉴

于此，本文利用我国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和1999年实施的高校扩招两项政策冲击，

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分别估计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的教育水平变动对生育行为的影

响，并从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两个角度出发考察教育影响生育的机制。 

本文的实证分析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 年数据。CFPS 是具有全国

代表性的大型家庭调查数据，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实证分析显示，

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升并未改变个体的生育行为，而高等教育一方面显著降低了个体终生

不生育的概率，另一方面又显著降低了生育数量。换言之，高等教育会使得个体生育且仅生

育一个孩子。既有研究在考察教育对生育的影响时，通常假设教育与生育水平的关系是线性

的，忽视了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由于针对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项

教育政策分别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决策，基于两项政策实验的分析使我

们能够检验不同阶段教育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即教育与生育数量的关系是否

是非线性的。我们发现，只有高等教育对个体的生育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影响生育数量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在不同阶段教育上的差异。结

果显示，教育发展尽管减弱了“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却没有显著改变人们

的生育意愿。相对于生育数量，生育意愿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着生育偏好。上述结果表明教育

发展所导致的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可能不是源于生育偏好的改变，而是由于生育约束的变化3。

                                                   
2数据来自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和 2020 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3本文的机制分析建立在个体的最优化决策基础上。个体在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生育数量和对其他产

品的消费来最大化其效用函数。在这个框架内，效用函数反映了个体的生育偏好，我们使用养儿防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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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子女养育成本，并导致初婚初

育年龄推迟，证实了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生育的经济成本和生理成本。我们还发现，

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发展对上述渠道的作用均显著强于义务教育，这与义务教育并未显著改

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而高等教育则显著降低了人们生育更多数量的孩子的发现是一致的4。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首先，现有利用教育政策冲击估计教育对生育的因果

效应的研究普遍假设教育与生育数量的关系是线性的，且大多局限于对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发

展的考察（Monstad 等，2008；Osili 和 Long，2008；Cygan-Rehm 和 Maeder，2013；Dinçer

等，2014；Fort 等，2016；Kan 和 Lee，2018；Keats，2018；Chen 和 Guo，2022；DeCicca

和 Krashinsky，2022；Zhang 和 Zhao，2023）。随着义务教育在我国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普及

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考察更高阶段教育发展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具有更强的现实意

义5。目前，仅有少数研究估计了高等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例如，Currie 和 Moretti，2003；

Kamhöfer 和 Westphal，2019；葛润和黄家林，2020；Kountouris，2020；朱州和赵国昌，2022），

但是由于研究设计和所使用数据的不同，这些结论无法直接与以往基于义务教育政策冲击的

研究结论进行比较。本文同时利用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和高校扩招两项自然实验，基于相

同的数据和估计方法，分别考察不同初始教育水平下的教育增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使我们

能够检验不同阶段教育对生育的异质性影响。 

其次，关于教育影响生育行为的早期经济学研究大都缺乏对作用机制的考察，特别是也

没有在生育行为以外针对生育意愿做单独的分析（Currie和Moretti，2003；Monstad等，2008；

Osili 和 Long，2008；McCrary 和 Royer，2011）。近年来，一些研究强调了教育对婚育时间

和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Lavy 和 Zablotsky，2015；Fort 等，2016；Adamecz-Völgyi 和

Scharle，2020；DeCicca 和 Krashinsky，2022；Chen 和 Guo，2022）。另外，Zhang 和 Zhao

（2023）使用中国数据所做的研究强调了子女质量与数量的权衡，以及高教育群体更加享受

闲暇时光等机制。然而，现有经济学研究都没有考虑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6。相对于实际

发生的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受到实际生育约束的影响更小，能够更好地反映生育偏好（张霞

和夏巧娟，2018）。通过单独考察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出教育对

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两个方面的影响，使研究结论更具政策参考价值。由于生育偏好、生育

意愿的变化相对于经济变量的变化更为缓慢，生育偏好、生育意愿一旦改变，通过政策干预

影响生育行为就会更加困难。7相反，如果教育水平的提高没有显著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

只是增加了生育的经济成本，那么通过政策干预减少家庭生育成本约束就能够比较有效地提

                                                                                                                                                  
宗接代等反映生养观念的变量和个体理想的孩子数量等反映生育意愿的变量进行衡量。对于个体面临的约

束条件，我们选择生育的机会成本、子女养育成本和个体的初婚初育年龄等反映金钱和生理约束的变量进

行衡量。通过分析教育对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的改变，从而全方位回答教育如何影响最终的生育结果。 
4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用样本群体的生育过程正好受到了我国严格的一胎政策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已

经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这种情况下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可能展现出与之前不同的特征。在未来数据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探究新的政策环境下教育对生育的影响。 
5截止 2020 年，我国 25-35 岁年龄段人口的义务教育完成率达到 95%，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超

过三分之一，研究更高水平的教育增长或者是否完成大学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显然更具现实意义。 
6一些人口学和社会学文献分析了教育与生育意愿的关系（Hayford，2009；Behrman，2015；Ewemooje

等，2020；Hartnett 和 Gemmill，2020）。然而，这些文献大多关注教育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对因

果关系的讨论有限，本文通过研究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因果关系补充了已有文献。 
7围绕文化与经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普遍认为诸如生育偏好、生育观念等文化变量的变化较为缓慢

（张川川和李涛，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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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育率，将生育率稳定在相对合理的水平。 

最后，现有文献基本上只关注教育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对男性的讨论鲜有涉及

（Currie 和 Moretti，2003；Black 等，2008；McCrary 和 Royer，2011；Cygan-Rehm 和 Maeder，

2013；Lavy 和 Zablotsky，2015；Fort 等，2016；Kamhöfer 和 Westphal，2019；Chen 和 Guo，

2022；Zhang 和 Zhao，2023）。我国存在男多女少的问题，并且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了男女在

事业和家庭上的分工，这些因素可能使得教育对男性生育决策的影响与女性有别。另外，许

多研究表明，家庭内部决策机制复杂，夫妻双方在家庭决策方面存在讨价还价行为，有必要

在分析生育行为时考虑夫妻双方的影响。现有研究也发现，夫妻双方生育意愿的不一致会导

致生育行为无法进行（Doepke 和 Kindermann，2019）。相对于女性，如果教育水平的提高

更大程度上影响了男性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只研究教育对女性的影响将会低估教育对整体生

育率的影响。本文分别考察教育对女性和男性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教育的作用机制在男女之

间的差异，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8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一方面，本文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的发

展是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推进和人口受教育水平的进

一步提升，生育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另一方面，机制分析显示教育主要通过改变生育

决策的经济约束和生理约束而非生育意愿影响人口生育率，这意味着通过政策干预降低生养

成本和扩大生育窗口期能够有效避免人口生育率走低，使人口生育率保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

可能的政策选项包括：建立完善的幼儿照料体系，以减轻双职工家庭的照料压力；健全儿童

教育体系，以减轻家庭在孩子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负担；适当缩短初等和中等教育学制，以减

少教育对生育窗口期的挤压；积极推广辅助生殖技术并降低患者自负的费用，以放宽在育龄

阶段的中晚期生育所面临的经济约束和生理约束。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政策背景和在此基础上采用的实证策略；

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变量；第四部分估计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第五部分分析教育影响生

育的机制；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教育政策与实证策略 

本文的因果识别依赖于两项自然实验，分别是 1986 年我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和

1999 年启动的高校扩招。这两项教育政策分别推动了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显著提

高了受到政策影响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使我们可以利用政策特点和使用拟实验方法分别估计

由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人口受教育年限增长对生育决策的因果效应。已经有不少

研究分别利用这两项教育政策冲击，估计过教育的经济回报（Li 等，2017）或者教育对健

康（Huang，2015；Ma，2019；Fu 等，2022）、儿童发展（Cui 等，2019）等的影响。本文

                                                   
8另外，本文也对如下两类文献进行了补充：第一，本文增进了我们对义务教育和大学扩招政策后续影

响的理解。以往有很多研究探讨了上述两个政策对教育回报率、就业、健康、婚姻匹配、教育的代际流动、

教育公平、过度教育、制造业升级等的影响（邢春冰和李实，2011；杨奇明和林坚，2014；程令国等，2015；

吴要武和刘倩，2015；罗楚亮和刘晓霞，2018；Nie 和 Xing，2019；周茂等，2019；张明昂等，2021；周

颖等，2021；陈技伟和冯帅章，2022；彭骏和赵西亮，2022；沈煜等，2023），本文补充了教育政策对生育

行为的影响；第二，本文增进了我们对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理解。以往文献探究了父代退休、

社会保障、房价、生育政策等多个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王天宇和彭晓博，2015；葛玉好和张雪梅，2019；

封进等，2020；葛润和施新政，2023；Liu 等，2023），本文补充了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其生育决策，

并探讨了作用机制。 



5 

 

借鉴这些文献的成熟做法，使用类似的实证策略分析教育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特

别是同时利用两项政策冲击构建工具变量估计属于局域平均处理效应的特点（Imbens 和

Angrist，1994），检验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对生育决策的异质性影响。 

（一）义务教育政策和工具变量的构建 

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并于 1986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包含如下

关键信息：第一，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第二，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和民族，

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第三，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第四，禁

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招用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就业；第五，省、自治区、直辖

市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我们参照 Huang（2015）、

Ma（2019）和 Cui 等（2019），利用各地区正式推行义务教育的时间和《义务教育法》对儿

童入学年龄的规定，构建不同出生队列和出生地区个体受到义务教育政策改革冲击的强度，

作为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具体见（1）式： 

𝑒𝑙𝑖𝑔𝑖𝑏𝑙𝑒𝑖𝑏𝑗 = {

1          𝑎𝑔𝑒𝑖𝑏𝑗 ≤ 6
16−𝑎𝑔𝑒𝑖𝑏𝑗

10
       6 ≤ 𝑎𝑔𝑒𝑖𝑏𝑗 ≤ 16

0           𝑎𝑔𝑒𝑖𝑏𝑗 ≥ 16

（1） 

其中，𝑒𝑙𝑖𝑔𝑖𝑏𝑙𝑒𝑖𝑏𝑗表示𝑏年出生于省份𝑗的个体𝑖受政策影响的程度，𝑎𝑔𝑒𝑖𝑏𝑗表示𝑏年出生的

个体𝑖在其所在省份𝑗实施义务教育时的年龄。如果个体𝑖在省份𝑗实施义务教育时年龄大于等

于 16 岁，即已经过了义务教育年龄段，其受教育水平不会受到义务教育法影响，此时

𝑒𝑙𝑖𝑔𝑖𝑏𝑙𝑒𝑖𝑏𝑗 = 0；如果个体𝑖在其所在省份实施义务教育时年龄小于等于 6 岁或者尚未出生，

则𝑒𝑙𝑖𝑔𝑖𝑏𝑙𝑒𝑖𝑏𝑗 = 1，这些人完全受到了义务教育的影响；如果个体𝑖在其所在省份实施义务教

育时年龄在 6-16 岁之间，则部分地受到影响，并且𝑎𝑔𝑒𝑖𝑏𝑗越小，受到的影响越大。 

（二）大学扩招政策和工具变量的构建 

1998 年 12 月，教育部出台了《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 2010 年“高

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 15%”。1999 年 6 月，中央宣布启动大学扩招政策，

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由此开始了飞速增长。1999 年的招生人数增幅达到 47.4%，随后 2000 年

至 2002 年，扩招增幅都维持在 20%以上。到 2005 年，我国高校招生人数达到 504.4 万人，

是 1998 年的 4.7 倍，毛入学率达到 21%。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再加上大学招生采用配额制，各高校在不同省份分

配的招生名额有很大差异，这导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后，各个省份受到政策影响的程度存在

显著差异。图 1 描述了 1998 年、2000 年和 2012 年三个年度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各省份的

录取人数，显示高等学校在不同省份的录取人数存在巨大差异，例如，1998 年（扩招政策

实施之前）录取人数较多的省份，在 2000 和 2012 年的录取人数也较多。 

我们参照 Li 等（2017）和 Fu 等（2022）的做法，利用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强度的省际差

异，结合个体高考年份信息构建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具体见（2）式： 

𝑒𝑥𝑝𝑎𝑛𝑠𝑖𝑜𝑛𝑖𝑗𝑡 = 𝑒𝑥𝑝𝑎𝑛_𝑐𝑜𝑢𝑛𝑡𝑟𝑦𝑖𝑡 × 𝑝𝑟𝑜𝑝𝑜𝑟𝑡𝑖𝑜𝑛1998,𝑖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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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𝑒𝑥𝑝𝑎𝑛_𝑐𝑜𝑢𝑛𝑡𝑟𝑦𝑖𝑡表示个体𝑖在𝑡年参加高考时9全国层面的扩招幅度，定义为𝑡年全

国层面真实招生人数（图 2 绿色实线）与基于线性趋势估算的无政策发生时的招生人数（图

2 红色虚线）的偏离值（图 2 黄色柱子）。𝑝𝑟𝑜𝑝𝑜𝑟𝑡𝑖𝑜𝑛1998,𝑖𝑗表示个体𝑖所在的省份𝑗在 1998 年

（大学扩招前）的录取能力，定义为 1998 年普通高等学校在各个省份录取人数占全国总录

取人数的比例。简而言之，变量𝑒𝑥𝑝𝑎𝑛𝑠𝑖𝑜𝑛𝑖𝑗𝑡的样本变异由两部分构成：一是𝑝𝑟𝑜𝑝𝑜𝑟𝑡𝑖𝑜𝑛1998,𝑖𝑗

衡量的教育资源在政策前的地区差异；二是𝑒𝑥𝑝𝑎𝑛_𝑐𝑜𝑢𝑛𝑡𝑟𝑦𝑖𝑡衡量的全国招生规模的增长。 

 

 

 

图 1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各省份的录取人数 

资料来源：1999、2001 和 2013 年《教育考试年鉴》。 

 

图 2历年高校招生人数和预测（未扩招状态下的）招生人数 

注：历年预测招生人数根据扩招前招生规模的线性趋势预测，详见 Li 等（2017）和 Fu 等（2022）。 

 

 

                                                   
9对于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个体，我们使用数据中有关受访者教育史的信息来获知个体参加高考的年份；

对于更低学历的个体，我们计算其潜在的参加高考的年份。例如，如果某受访者只有小学学历，那么我们

将其参加高考的年份确定为其小学毕业年份加上 6 年；如果某受访者只有初中学历，那么我们将其参加高

考的年份确定为其初中毕业年份加上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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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与变量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使用的数据来自 CFPS。CFPS 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

会跟踪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2010 年，CFPS 在全国 25 个省/

市/自治区正式实施基线调查，最终完成 14960 户家庭、42590 位个人的访问。基线调查界定

出的所有家庭成员及其今后新生的血缘/领养子女被定义为 CFPS 基因成员，是 CFPS 调查的

永久追踪对象，每两年访问一次。到目前为止，CFPS 已经公开发布了 2010、2012、2014、

2016、2018 和 2020 年数据。为了排除 2019 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带来的可能影响，我们在

分析中只使用了 2010-2018 年间的历次调查数据，全部样本数据包含 15723 个家庭、54612

位个人。 

我们将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样本限制在受访时年龄为 35-50 岁的个体，年龄在 35 岁以下

的人口可能还未结婚或者完成生育，因此对他们生育数量的统计无法准确反映其终生生育情

况。在限制了受访者年龄范围后，我们得到了 50957 个样本观测值。我们进一步剔除了关键

变量缺失的样本，这使我们损失了 3483 个样本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包括三个：是否不生育（不生育）、生育的孩子数量（孩子数量）和是否有

2 个及以上数量的孩子（二孩以上）。如果受访者没有孩子，那么变量“不生育”取值为 1；

如果受访者有至少一个孩子，那么变量“不生育”取值为 0。如果受访者至少有 2 个及以上

数量的孩子，那么变量“二孩以上”取值为 1；如果受访者的孩子数量少于等于 1 个，那么

变量“二孩以上”取值为 0。表 C1 显示，样本中没有孩子的受访者占比为 3.4%，平均每个

人生育 1.724 个孩子，有两个及以上数量孩子的人占比为 58.2%。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个

体的受教育年数（教育年数），样本中平均的受教育年数为 7.273 年。本文回归中主要的控

制变量包括是否为男性（男性）、是否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 12 岁时是否为非农户口（非

农户口）。表 C1 显示，样本中男性占比为 48%，少数民族占比为 8.8%，12 岁时拥有非农户

口占比为 12.5%。 

我们从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两个角度出发考察教育影响生育的机制，为此，我们构造一

系列变量来反映这两个角度。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C1。 

（一）生育偏好 

我们用两组变量来衡量生育偏好。第一组变量直接衡量生养观念，包括生养孩子是否为

了传宗接代（传宗接代）、是否为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生孩子是否为了能让这个孩子以

后从经济上帮助家庭（经济帮助）、是否为了体验孩子长大的喜悦（孩子成长）、是否为了

体验子女在身边的快乐（子女陪伴）、是否为了感受有小宝宝的喜悦（小宝宝）、是否为了

使得家庭在自己生活中更重要（家庭重要）、是否为了让自己更有责任感（责任感）、是否

为了增加亲属之间的联系（亲属联系）。上述与观念有关的变量都是 0-1 变量，取值为 0 代

表不赞同或不那么赞同这种观点，取值为 1 代表赞同或者较为赞同这种观点。我们对这 9

个观念做一个简单的归类：传宗接代是一种传统生育观念，样本中持有这种传统生育观念的

比例为 69.5%；养儿防老和从经济上帮助家庭这两种观念则将孩子视为一种投资品，个体在

年老之后可以收获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回报，持有养儿防老观念的比例为 82.6%，持有经济

上帮助家庭观念的比例为 49.5%；最后的 6 个观念是将孩子视为一种消费品，从生养孩子中

获得喜悦和快乐（体验孩子长大的喜悦、享受子女陪伴在身边、感受有小宝宝的喜悦，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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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的比例在 88%以上），以及精神上其他方面的满足（使家庭在自己生活中更重要、

让自己更有责任感、增加亲属之间的联系，持有这些观点的比例在 76%以上）。 

第二组变量衡量了生育意愿。如果教育能够改变个体对上述生养观念的看法，那么这些

观念的变化有可能转化为生育意愿的变化。尽管生育意愿不能直接等同于生育偏好，但是相

对于实际发生的生育行为，生育意愿的表达可以不考虑或者较少考虑实际面临的生育约束，

因此可以更直接地反映个体的生育偏好。通过单独考察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我们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分离教育对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两个方面的影响。另外，相对于生育行为，生育

偏好的变化更为缓慢，通过政策干预改变生育偏好比改变生育行为更为困难，通过分离教育

对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的影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预判政策的有效性和决定政策干预的重

点。我们构建两个反映生育意愿的变量。具体而言，我们使用问卷中的问题“您认为自己有

几个孩子比较理想？”构造了个体是否希望不生孩子（希望不生孩子）和个体希望生育的孩

子数量（希望孩子数量）作为生育意愿的衡量。表 C1 显示，样本中希望不生孩子的比例为

0.9%，这一数值低于样本中实际不生孩子（不生育）的比例 3.4%；样本中希望生育的孩子

数量均值为 1.957，这一数值高于样本中生育孩子数量（孩子数量）的均值 1.724。这说明，

样本中有一定比例的个体想要生育孩子或想要更多数量的孩子，却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实现。 

（二）生育约束 

我们使用两组变量衡量生育约束。第一组变量衡量了生理约束，验证教育是否推迟了结

婚和生育。我们构造了已婚已育个体的初次结婚年龄（初婚年龄）和初次生育年龄（初育年

龄），样本中平均的初婚年龄为 23.028 岁，平均的初次生育年龄为 24.543 岁。 

第二组变量反映生育的机会成本和养育成本，验证教育是否会造成个体生育的机会成本

和养育成本的提高。我们选取了个体是否曾经有过工作（曾经有工作）、受访时是否有工作

（受访时有工作）以及受访时年总收入的对数（年总收入对数）来衡量生育的机会成本。样

本中曾经有过工作的比例为86.6%，受访时有工作的比例为79%，年总收入的均值为14003.01

元。我们选取个体对子女质量的要求，即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多少年教育（期望孩子教育）

作为养育成本的间接衡量。对子女更高的学历要求，意味着个体需要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时间

和金钱支出更多，从而提高了养育成本。表 C1 显示，样本中受访者期望的子女受教育年限

平均为 16.03 年，换言之，受访者普遍希望自己的孩子至少获得本科学历。 

四、教育发展与生育数量的下降 

（一）中国人口教育水平的增长和生育水平的下降 

在基于计量模型估计教育对生育的因果效应之前，我们首先在时间维度上对教育发展与

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趋势做一个简单描述，以增加我们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直观认识。 

图 3（a）和（b）分别使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0和一项全国代表性的家庭调查数

据（CFPS2018 年调查数据），描述了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量和平均受教育水

平。图 3（a）显示，1950-1985 年间，越晚出生的人口队列，其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1950

年出生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在 7 年左右，而 1985 年出生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已经超过

11 年。相应地，各出生人口队列的平均生育数量随时间不断下降：出生于 1955-1960 年间的

                                                   
10数据来自《2020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详见：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7rp/index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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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平均生育数量仍在 1.9 左右，而出生于 1980-1985 年的人口，其平均生育数量已经显

著降低到了 1.6 左右。图 3（b）基于 CFPS 数据所得到的教育和生育的时间趋势与图 3（a）

使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到的趋势十分相近。总体而言，图 3 显示出全国女性人口受教育程

度的提高与人口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存在明显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总体上讲，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生育数量越少，初婚初育年龄越高，并且接受不同阶

段教育与生育数量的下降程度存在差异。 

 

图 3  各出生队列女性生育孩子数量和受教育程度 

资料来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 CFPS 2018 年调查数据。 

（二）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我们接下来基于多元回归方程估计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我们首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OLS）方法估计如下方程，以得到基准结果： 

𝑦𝑖𝑏𝑗𝑠 = 𝛽0 + 𝛽1𝑒𝑑𝑢𝑖 + 𝛽𝑋𝑖 + 𝛿𝑏 + 𝜃𝑗 + 𝜃𝑗 × 𝑦𝑒𝑎𝑟𝑏 + 𝜂𝑠 + 𝜀𝑖𝑏𝑗𝑠（3） 

其中，下标𝑖、𝑏、𝑗和𝑠分别表示个人、出生年份、小时候所在省份11和数据调查年份。𝑦𝑖𝑏𝑗𝑠

为被解释变量，包含个体在受访时是否不生育、是否有两个及以上数量的孩子和孩子数量。

𝑒𝑑𝑢𝑖为个体𝑖的受教育年限。𝑋𝑖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体𝑖的性别、民族状态和 12 岁时

是否为非农户口。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出生年份虚拟变量𝛿𝑏和小时候所在省份虚拟变量𝜃𝑗，

以控制系统性的代际差异和地区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进一步控制了省份虚

拟变量与出生年份线性项的交叉项𝜃𝑗 × 𝑦𝑒𝑎𝑟𝑏，以控制那些随着省份在时间维度上线性变化

的变量。参照 Huang（2015）和 Cui 等（2019），我们将 CFPS 历年调查数据（2010、2012、

2014、2016 和 2018 年）汇总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混合截面数据，用于进行参数估计。我

们在回归中控制了数据调查年份的虚拟变量𝜂𝑠。𝜀𝑖𝑏𝑗𝑠是扰动项。 

𝛽1是我们关心的核心参数，其 OLS 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首先，那些倾向于更早

生育和多生育的个体，可能会减少教育的投入，这会导致我们高估教育对生育数量的负向影

响；其次，一些无法观测到的个体异质性也可能同时影响教育和生育行为，例如，那些更注

重当期享乐、时间贴现因子较小的个体往往有较低的教育水平，他们也更可能倾向于不生育

或者少生育，这会导致我们低估教育对生育数量的负向影响。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处理教

                                                   
11由于后文工具变量估计部分需要根据个体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高考的地点确定是否受到教育政策的

冲击，我们没有控制个人当前居住省份，而是控制了个体 12 岁时户口所在省份的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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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分别利用《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和高校扩招政策改革冲击构建两

个工具变量，eligible 和 expansion，具体构建方法见论文第二节实证策略介绍部分的内容。 

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得到的是教育影响生育行为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Compliers，LATE）（Imbens 和 Angrist，1994；Oreopoulos，2006）。由于

《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和高校扩招所对应的政策“依从者”（compliers）不同，因此，

利用两项政策冲击所分别得到的 IV 估计结果也适用于不同的人群。这使得我们可以分别识

别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变化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在理论层面，

通过估计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对生育的影响，我们能够检验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否是非线

性的；在现实层面，通过估计不同阶段教育对生育的影响，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处于不同

教育发展阶段的时期或者地区人口生育率下降背后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措施。 

我们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方法进行工具变量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𝑒𝑑𝑢𝑖𝑏𝑗𝑡𝑠 = 𝛼0 + 𝛼1𝐼𝑉𝑖𝑏𝑗𝑡 + 𝛼𝑋𝑖 + 𝛿𝑏 + 𝜃𝑗 + 𝜃𝑗 × 𝑦𝑒𝑎𝑟𝑏 + 𝜂𝑠 + 𝜀𝑖𝑏𝑗𝑠（4） 

𝑦𝑖𝑏𝑗𝑡𝑠 = 𝛽0 + 𝛽1𝑒𝑑𝑢̂𝑖𝑏𝑗𝑡𝑠 + 𝛽𝑋𝑖 + 𝛿𝑏 + 𝜃𝑗 + 𝜃𝑗 × 𝑦𝑒𝑎𝑟𝑏 + 𝜂𝑠 + 𝜀𝑖𝑏𝑗𝑠（5） 

其中，方程（4）为第一阶段估计，𝐼𝑉𝑖𝑏𝑗𝑡表示前文构造的义务教育工具变量𝑒𝑙𝑖𝑔𝑖𝑏𝑙𝑒𝑖𝑏𝑗或

大学扩招工具变量𝑒𝑥𝑝𝑎𝑛𝑠𝑖𝑜𝑛𝑖𝑗𝑡。𝛼1反映了工具变量每增加一单位，受教育水平的增加量。

𝑋𝑖、𝛿𝑏、𝜃𝑗、𝜂𝑠的含义与方程（3）相同。回归的标准误聚类在“所在省份×出生年份”层

面。方程（5）为第二阶段估计，其中，𝑦𝑖𝑏𝑗𝑡𝑠表示个体在受访时是否不生育和孩子数量。𝑒𝑑𝑢̂𝑖𝑏𝑗𝑡𝑠

表示一阶段回归中预测的受教育程度，其他变量含义与方程（3）一致。注意到义务教育法

规定 6 周岁入小学，这意味着最早受到 1986 年义务教育法影响的群体出生于 1980 年；按照

18 岁上大学来计算，最早受到 1999 年大学扩招政策影响的群体出生于 1981 年，可见虽然

两项政策实施年份不同，但是经历政策影响的人群却恰好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为了排除使用

一个政策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另一个政策可能产生干扰的情况，我们也将另一个政

策的工具变量控制在回归中。 

表 1 的第（1）-（3）列报告了方程（3）的 OLS 估计结果。回归结果表明，个体的教

育水平与其不生育的决策、生育数量和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可能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从回归系数上看，个体每多接受 1 年教育，其不生育的可能性下降 0.3 个百分点，相当于样

本均值的 8.8%；其生育的孩子数量会减少 0.03 个，相当于样本均值的 1.74%；其拥有两个

及以上数量孩子的可能性会减少 1.8 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均值的 3.09%。 

表 1 的第（4）-（6）列报告了利用义务教育政策冲击构造工具变量进行 IV 估计的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个体每多接受 1 年教育，不生育的可能性降低 0.6 个百分点，孩子数量增加

0.012 个，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概率提高 0.7 个百分点，但这些估计结果都不显著。表 1 的

第（7）-（9）列汇报了利用大学扩招政策冲击构造工具变量进行 IV 估计的结果。回归结果

表明，个体每多接受 1 年教育，个体不生育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0.3 个百分点，其生育孩子的

数量显著减少 0.042 个，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3.2 个百分点，分别相当于样

本均值的 8.82%、2.44%和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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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变量名 不生育 孩子数量 二孩以上 不生育 孩子数量 二孩以上 不生育 孩子数量 二孩以上 

 
OLS 估计 

2SLS 估计：基于义务教育政策构建

工具变量 

2SLS 估计：基于大学扩招政策构

建工具变量 

教育年数 -0.003*** -0.030*** -0.018*** -0.006 0.012 0.007 -0.003** -0.042*** -0.032*** 

 (0.000) (0.002) (0.001) (0.004) (0.015) (0.010) (0.002) (0.007) (0.004) 

样本量 47,474 47,474 47,474 47,474 47,474 47,474 47,474 47,474 47,474 

𝑅2 0.039 0.256 0.302 - - - - - - 

弱工具变量检验F

统计量 
- -  113.4 113.4 113.4 345.4 345.4 345.4 

因变量样本均值 0.034 1.724 0.582 0.034 1.724 0.582 0.034 1.724 0.582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汇报的是聚类在“省份×出生年份”

层面的标准误；所有回归都包含常数项，回归中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出生年份固定效应、省份虚拟变量

与出生年份线性项的交叉项、调查年份固定效应、性别、民族状态和小时候的户口状态；在进行一个工具

变量回归时控制了另一个工具变量。 

 

从表 1 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第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升并未明显改变个体的生

育行为，不论探究义务教育对生育的广延边际（即表 1 第 4 列）还是集约边际（即表 1 第 5、

6 列）的影响，我们都没有发现显著结果；第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提升显著改变了个体

的生育行为12。我们发现，高等教育会显著降低个体的终生生育数量和拥有两个及以上数量

孩子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高等教育会使得个体有且仅有一个孩子。这表明不同阶段教育对

生育行为的影响效果并非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详细探究不同阶段教育的影响。上述发现表

明，随着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如何提升大学学历人口的生育数量，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挑

战。我们在后文的分析中全面探讨教育对生育数量影响的作用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在不同阶段

教育上的差别，尝试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五、生育偏好与生育约束 

生育行为同时受到个体主观生育偏好和客观生育约束（例如，生理上的生育能力和子女

养育经济成本等）的影响。由于生育偏好的变化较为缓慢，相对生理因素和经济成本等生育

约束而言，通过政策干预改变生育偏好往往更加困难。生育意愿可以看作是生育偏好作用于

生育行为的中间环节，即生育偏好的变化引起生育意愿的变化，并在各类生育约束的限制下

最终决定生育行为。在分析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时，区分教育对生育偏好、生育意愿

和生育约束的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必要性。首先，在理论层面，生育行为作为个

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受到偏好和约束两个层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学理论通常假设偏好至少在

短期是稳定不变的，在针对教育影响生育行为的经验分析中，有必要区分教育对偏好和约束

两个方面的影响；其次，在现实层面，由于偏好相对稳定，约束更容易发生改变，通过分别

考察教育对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的影响，有助于我们预判生育干预政策的效果和确定政策干

预的具体方向。例如，如果教育发展主要通过提高生育成本降低人口生育率，那么通过生育

                                                   
12需要说明的是，在对比两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差异时，我们需要做出假设：两种工具变量所对应

的“依从者”（compliers）在生育决策模式方面（由教育以外特征所引起）的异质性不会严重干扰我们对

教育和生育之间关系的估计。考虑到两项政策影响的人群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做出这一假设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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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降低生育成本就会是有效的生育促进措施；如果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

展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育偏好，导致人们在没有生理和经济约束的情况下也不愿意生育，

那么旨在降低生育成本的政策干预就无法即时有效地提高人口生育水平。有鉴于此，本节将

分别考察教育对生育偏好、生育意愿与生育成本的影响。 

（一）教育对生育偏好的影响 

我们构造了一系列反映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的变量来衡量个体的生育偏好如何受到教

育的影响。表 2 报告了教育对生育观念影响的估计结果。表 2 A 部分的结果显示，义务教育

的发展所带来的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并没有显著影响人们“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第 1

列），但是减弱了生孩子是为了能让这个孩子以后从经济上帮助家庭的想法（第 3 列）。此外，

义务教育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个体将生养孩子看作是为了直接获取效用的想法（第

7 列，为了使家庭在自己生活中更重要）。 

表 2教育与生育观念 

 (1) (2) (3) (4) (5) (6) (7) (8) (9) 

变量名 

传宗 

接代 

养儿 

防老 

经济 

帮助 

孩子成

长 

子女陪

伴 小宝宝 

家庭重

要 责任感 

亲属 

联系 

A 部分：义务教育                   

教育年数 -0.003 0.010 -0.026** 0.003 -0.002 0.009 0.016* 0.013 0.002 

 (0.008) (0.010) (0.012) (0.006) (0.007) (0.007) (0.009) (0.008) (0.010) 

一阶段 F 值 147.5 91.58 87.92 94.19 96.51 93.39 95.85 94.53 94.21 

B 部分：大学扩招          

教育年数 -0.013*** -0.022*** -0.035*** 0.002 0.003 0.003 -0.001 0.007 -0.004 

 (0.005) (0.008) (0.007) (0.004) (0.004) (0.005) (0.007) (0.005) (0.008) 

一阶段 F 值 243.8 193.6 190.8 190.9 190.5 191 190.3 190.9 190.2 

样本量 19,172 5,462 5,453 5,460 5,469 5,457 5,436 5,418 5,429 

因变量样本均值 0.695 0.826 0.495 0.916 0.918 0.886 0.870 0.878 0.762 

注：同表 1。 

 

相比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对生育观念的影响则截然不

同。表 2B 部分的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显著弱化了个体生孩

子是为了“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第 1 列），也显著弱化了个体生养孩子是为了养老和获

得经济支持的想法（第 2-3 列），但是对于生养孩子是为了直接从孩子成长中获得效用的观

念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总结而言，义务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对生育观念的影响截然不同。义务教育的影响

既包含有抑制生育的部分（即第 3 列），又包含有促进生育的部分（即第 7 列）；而高等教育

的影响则完全是抑制生育（即第 1-3 列）。不同教育阶段对生育观念的影响也佐证了我们在

表 1 中的发现，即义务教育并未显著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而高等教育则显著降低了人们拥

有更多数量孩子的可能性。 

表 3 报告了对生育意愿的估计结果。与一些流行的社会舆论相反，无论是义务教育的发

展还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没有显著导致人们希望不生孩子或者希望生育更少数量的孩子。

这说明，教育虽然带来了若干生育观念的转变，例如，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生育目的、更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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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家庭生活等，但是这些与生育有关的文化观念的变化并没有最终影响到个体的生育意愿，

我们在基准分析部分所估计得到的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可能是通过影响个体在生育决

策中面临的约束起作用的。因此，在接下来的机制分析中，我们聚焦于个体所面临的时间、

经济等约束以及这些约束在不同阶段教育上的差异。 

表 3教育与生育意愿 

  (1) (2) (3) (4) 

变量名 希望不生孩子 希望孩子数量 希望不生孩子 希望孩子数量 

  义务教育 大学扩招 

教育年数 -0.005** 0.010 0.001 -0.003 

 (0.002) (0.019) (0.001) (0.010) 

样本量 17,081 17,081 17,081 17,081 

一阶段 F 值 63.40 63.40 228.2 228.2 

因变量样本均值 0.009 1.957 0.009 1.957 

注：同表 1。 

 

（二）教育与生育的生理约束：婚姻和生育年龄的推迟 

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通常会导致初婚初育年龄推迟。这一方面是由于教育会改变人们的婚

育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结婚和生育通常发生在完成学校教育以后，学校教育的延长会

机械性地导致婚育推迟。由于女性育龄期是有限的，初婚初育年龄的推迟很可能导致生育数

量减少，这属于由教育延长而导致生育的生理约束收紧，继而影响到生育数量。我们基于方

程（4）和（5）估计了教育对初婚初育年龄的影响。表 4 的估计结果显示义务教育发展和高

等教育发展所导致的受教育年限延长均显著推迟了初婚初育年龄。尽管从系数估计值看，义

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初婚和初育年龄分别推迟 0.270 和 0.286

年，大于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受教育年限增长的效应。但是，考虑到个体完成义务教育的

年龄在 16 岁左右，远低于法定结婚年龄，而完成高等教育的年龄在 22 岁左右，在 22 岁基

础上产生的婚育推迟对生育窗口期的挤压程度必然大于 16 岁时的婚育推迟。因此高等教育

通过婚育推迟渠道对终生生育数量产生负向影响的程度可能更大。 

表 4教育与初婚初育年龄 

  (1) (2) (3) (4) 

变量名 初婚年龄 初育年龄 初婚年龄 初育年龄 

 义务教育 大学扩招 

教育年数 0.270*** 0.286*** 0.155*** 0.153*** 

 (0.069) (0.078) (0.031) (0.036) 

样本量 43,109 45,368 43,109 45,368 

一阶段 F 值 97.52 106.4 315.5 317.8 

因变量样本均值 23.03 24.54 23.03 24.54 

注：同表 1。 

 

婚育的推迟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生生育数量的下降，如果个体在育龄阶段后期补齐了年轻

时生育的缺失，那么其终生生育数量可能并不会下降（Monstad 等，2008）。为了检验教育

造成的婚育推迟是否真的导致了终生生育数量的下降，我们构造了个体在 18-45 岁每个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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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拥有的孩子数量的变量，将这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式（4）和（5）进行回归，将受教

育年数变量前的回归系数和 95%置信区间汇报在图 4 中。图 4 报告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其中图 4（a）是基于义务教育政策冲击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图 4（b）是基于大学扩招政

策冲击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图 4 显示，义务教育发展虽然推迟了初婚初育年龄，但没有显

著改变个体终生生育数量，而高等教育发展造成的婚育推迟导致生育数量显著下降。 

 

图 4  教育对个体在不同年龄时拥有的孩子数量的影响 

（三）教育与生育的机会成本和对子女教育的期望 

教育发展显著提高了人口，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资率。一方面这会通过收入效

应导致生育数量上升13；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激励人们减少生育。此

外，由于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收入弹性通常被认为大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收入弹性（Becker，

1960），收入的上升也会导致“数量-质量权衡”（quantity-qualitytradeoff），即家庭会减少生

育子女数量同时增加对每个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Becker 和 Lewis，1973）。无论是收入效

应、替代效应还是由于家庭资源有限所导致的“数量-质量权衡”，都属于生育经济约束的变

化所导致的生育行为变化，不同于生育偏好改变所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尽管教育对就业和

工资率的正向效应以及“数量-质量权衡”现象已经被大量实证研究所支持，在劳动经济学

和家庭经济学研究领域成为几无争议的共识，我们仍然基于本文特定的数据条件和实证策略

估计了教育对劳动参与、收入以及孩子质量的影响。在孩子质量方面我们使用“期望的孩子

受教育年限”衡量父母对孩子质量的需求。 

表 5 报告了教育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义务教育发展导致的教育提升每多 1 年，曾经工

作过的概率显著增加 1.9 个，目前在工作的概率和年总收入并未发生显著变化；高等教育发

展导致的教育提升每多 1 年，曾经工作过和目前在工作的概率分别显著增加 1.3 个和 2.3 个

百分点，年总收入显著增加 37.2%。我们所估计的教育回报与Fang等（2012）、刘生龙等（2016）

研究的估计接近。表 6 显示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导致的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均提高了

对下一代教育的期望，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影响更大一些。 

  

                                                   
13这里假设子女是耐用消费品并且是正常商品（Becker，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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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表现 

  (1) (2) (3) (4) (5) (6) 

变量名 

曾经有工

作 

受访时有

工作 

年总收入 

对数 

曾经有工

作 

受访时有

工作 

年总收入 

对数 

  义务教育 大学扩招 

教育年数 0.019*** 0.008 -0.038 0.013*** 0.023*** 0.372*** 

 (0.006) (0.006) (0.068) (0.002) (0.002) (0.025) 

样本量 46,960 46,488 38,935 46,960 46,488 38,935 

一阶段 F 值 111.8 112.7 116.2 341.9 341.6 448.5 

因变量样本均值 0.866 0.790 5.936 0.866 0.790 5.936 

注：同表 1。 

 

表 6教育对孩子质量的影响 

  (1) (2) 

变量名 期望孩子教育 期望孩子教育 

  义务教育 大学扩招 

教育年数 0.118** 0.187*** 

 (0.049) (0.024) 

样本量 17,208 17,208 

一阶段 F 值 97.02 229.5 

因变量样本均值 16.03 16.03 

                   注：同表 1。 

 

总结而言，我们在对教育如何影响生育行为的机制分析中得到两点结论：第一，教育发

展虽然降低了人们接受“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的程度，却没有显著改变人们

的生育意愿。这意味着教育发展所导致的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通过改变人们的生育偏好

起作用的，而是通过影响家庭在生育决策上面临的约束影响了生育数量。我们据此分析了教

育对生育机会成本、子女养育成本和初婚初育时间的影响，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高等

教育的发展，显著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子女养育成本，导致初婚初育显著推迟；第二，

不同教育阶段存在显著的差异，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发展对上述渠道的影响存在很多不显著

的结果，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发展则显著改变了上述作用机制，这佐证了我们在基准回归

中的发现，即义务教育并未显著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而高等教育则显著降低了人们拥有更

多数量孩子的可能性。这也说明，我们很难从现有文献中针对某个教育阶段的分析去推测其

他教育阶段的影响，而应该全方位分析不同阶段教育的可能影响，而本文同时关注两种不同

阶段教育带来的影响回应了这一需求，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国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逐渐显现，如何扭转出生率下行

趋势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教育是影响个体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虽然已有一些

文献讨论了教育对生育影响的因果关系并分析了作用机制，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回答不同阶

段的教育对生育的影响是否完全相同，也没有回答教育带来的影响究竟是通过改变生育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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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生育约束产生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例如，如果数十年

的教育发展已经显著改变了个体的生育偏好，那么旨在降低高教育群体生养负担的政策可能

收效甚微。因此，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对症下药，出台合理有效的措施。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同时利用我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和大学扩招两项政策

冲击，构建教育的工具变量，估计了个体教育提升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义务教育

阶段的教育提升并未显著改变个体的生育行为，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提升显著改变了个体

的生育行为。具体而言，高等教育会显著降低个体的终生生育数量和拥有两个及以上数量孩

子的可能性。为了理解教育对个体生育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我们从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两

个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教育虽然改变了个体的生养观念，弱化了“养儿防老”“传宗

接代”等传统观念。然而，这些观念的改变并没有最终转化为人们生育意愿的降低，这表明

教育的提升并没有对生育偏好带来明显的改变，而更有可能是通过改变生育约束降低了生育

数量。我们据此分析了教育对生育机会成本、子女养育成本和初婚初育时间的影响，发现教

育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子女养育成本，导致初婚初育显著推迟，并且高

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增长对上述渠道因素的影响更大。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发现，教育对生育的负向影响只发生在高等

教育阶段，结合目前本科生就业难、读研热的现状，可以预期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和人口受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生育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另外，我们发现教育并未

改变个体的生育意愿，而是改变了生育约束，因此如果能够切实有效地降低高教育群体的生

养负担，那么教育对生育的不利影响仍然可以扭转。 

为了应对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需要制定多方面的政策来减轻家庭养育子女的负担，

优化教育系统，并为错过最佳生育窗口期但仍希望生育的家庭提供支持。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增加幼儿照料和儿童教育的公共投入。增加幼儿照料和儿童教育方面的公共投入，

是提升人口生育水平的有效手段。通过减轻家庭在子女照料和教育上的经济负担，可以缓解

因高昂的育儿成本而对生育持观望态度的现象。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建设更多公立幼儿园和

托儿所。目前许多家庭因为托幼机构的高费用而选择减少生育数量，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更多

的公立幼儿园和托儿所，提供价格合理的照料服务，降低家庭的育儿成本。二是提供育儿补

贴和税收减免。政府可以通过直接的育儿补贴或税收减免政策，减少家庭的经济负担。比如，

根据子女数量和年龄给予家庭月度或年度的育儿补贴，或者在税收上对有子女的家庭给予减

免。三是加强幼儿教育资源的分配和质量管理。确保幼儿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并提高幼儿

教育的质量，使得家庭对公共幼儿教育系统充满信心，从而增加生育意愿。 

第二，缩短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年限。教育年限的延长对生育窗口期产生了压缩效应，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导致许多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通过适当缩短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

年限，可以减少教育对生育窗口期的影响，进而提高生育率。具体建议如下：一是调整教育

课程设置。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优化和精简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减少不

必要的重复和冗长的学习内容，使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业。二是推行加速学制。

为有能力和意愿的学生提供加速学制选项，使他们能够提前完成学业，尽早进入职场，从而

在更宽裕的时间内规划生育。三是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推广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让学生

在较短时间内掌握职业技能，进入职场，为将来的家庭和生育提供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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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广低成本的辅助生殖技术。对于那些错过了最佳生育窗口期但仍有意愿生育的

家庭，推广低成本的辅助生殖技术能够进一步挖掘生育潜力。以下是具体的实施方案：一是

扩大辅助生殖技术的覆盖面。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和资助，降低辅助生殖技术的费用，使更多

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相关治疗。可以考虑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体系，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二是提高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率和成功率。通过增加对辅助生殖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投入，提

升技术水平和成功率，从而增强家庭对辅助生殖技术的信心。三是加强相关信息的普及和宣

传。通过媒体、社区活动和医疗机构，广泛宣传辅助生殖技术的可行性和成功案例，消除社

会对辅助生殖技术的误解和偏见，让更多家庭了解并接受这一技术。 

第四，综合政策配套措施。为确保上述政策能够有效落实，还需要以下综合措施的支持：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家庭在育儿和教育过程中的权益，为推

行上述政策提供法律支持。二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提供包括医疗、

养老、失业等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使家庭在考虑生育时有更强的安全感。三是营造友好的

社会氛围。通过媒体宣传和公共活动，倡导家庭价值观和育儿的重要性，营造鼓励生育的社

会氛围。四是促进性别平等。推进男女平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减少女性因生育而在职场上

面临的歧视和阻力，使女性在生育和职业发展之间能够更好地平衡。 

总之，通过增加公共投入、优化教育年限以及推广辅助生殖技术等措施，可以有效应对

当前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帮助家庭减

轻育儿负担，提高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的长期平衡发展。这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也能够为家庭带来更多的幸福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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